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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犹太民族在近两千年流散历史中主要生活在各国城市里，具有丰富的城

市生活体验。城市的便利交通 和繁华商业为犹太人提供了藏身空间和发展资本经济的

机会; 异国城市生活促进了犹太教义知识化和系统化，其流散时期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既

保存了自身的文化优势，也广泛吸纳其他文化的精华; 同时，城市空间的匿名性带来的宽

容让经历了纳粹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疗治创伤时较少受到干扰。作为人类文明聚集地的

城市具有许多对立的特性，也形塑了充满悖论的独特的犹太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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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带来了人类加速度的发展，集中了人类最重要的优秀资源和成果。德国学者斯宾格

勒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的事实，但此前谁也没有认识到……民

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镇，为基础。”①因此，一

个民族要对人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无疑需要经历甚至驾驭城市文明。犹太民族虽然只有 1390 万

左右人口，②却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犹太民族在长达 1800 余年的时

间里失去了国土，流落到世界各地，生活在各国主要城市，这使得城市成为犹太民族的主要生存空

间。但是作为客居他国的边缘民族，其城市体验与本土民族有着巨大不同。城市生活无论是对犹

太民族的集体身份还是个人感受，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但学界对二者的关联却缺乏研究。城

市生存样态是犹太民族特性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犹太民族。本文拟从犹太民族的经

济和文化集体身份以及大屠杀后创伤疗治三方面探讨城市空间对犹太民族的影响并重新获取对城

市空间的认知。

一、犹太民族与城市

尽管发端和表现形态各异，总体而言，城市是人类及其生活要素在一定空间的大规模汇集。著

名城市社会学家凯文·林奇在回顾城市发展的各种样式后总结了城市的六个特征: ( 1) 城市是历

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 2) 城市是各种社会人群的共生体; ( 3) 城市是物资资料生产和分配的地方;

( 4) 城市是一种社会的场; ( 5 ) 城市是各种社会力量决策的产物; ( 6 ) 城市是社会矛盾冲突的地

方。③ 但仔细甄别后可以发现，第( 2) 、( 4) 是关键因素，其余四条皆为这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因

为人的聚集促进物质的生产和消费，也因为人在有限空间的大量积聚，人际联系( 包括冲突) 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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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因此，空间和人的聚集是城市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人群聚集一地，必须要有便利的交通以

运送人流和物质，因此，早期的城市常位于河口港湾或通衢汇聚之地，当今世界大都会亦莫能除外。
尽管交通便利是形成城市的现实条件，城市研究学者因其关联性小而不予关注，但这对流散到

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来说却至关重要。公元 6—135 年，犹太民族为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先后发动两

次“犹太战争”抗争，均被罗马军队镇压。第一次“犹太战争”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掳至以色列以

外的地区，更多人向外地流散，第二次“犹太战争”中至少有 159 万以上犹太人惨遭屠杀，无数村庄

被毁，幸存部分被迫逃散，犹太民族主体进入流散时期。①

在流散初期，犹太民族主要逃亡到地中海沿岸、西欧、两河流域的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等有利于

发展之处，到公元 619 年，大不列颠列岛也有了犹太人。② 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兴盛之前，犹太教尚

被容忍，犹太人活动未受到严格限制，从事包括农业在内的各行业，带来了两河流域较高的手工业

和商业技能及一系列文明成果，③ 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犹太人流散到城镇，主要因为

其坐落在交通便利之处，便于迁徙。中世纪中后期反犹迫害横行，犹太人寄居的城镇对其宽容友好

时，他们就繁衍繁荣; 迫害加剧时，他们则四散逃命，从一个城镇流落到另一个城镇。城市集聚的大

量人口为犹太人提供了赖以藏身的空间。1845—1851 年英国犹太人人口大约为 3 至 3． 5 万，其中

2． 5 万居住在伦敦。④ 据统计，1933 年德国有犹太人约50 万，近71%聚居在人口超过10 万的城市，其

中，近一半城市犹太人生活在柏林，而普通人口只有 30%生活在城市，⑤其城市化率远高于其他民族。
流散历史上，犹太民族先后形成过亚历山大城、古巴比伦、维尔纽斯⑥和纽约等城市文化中心，

代表了不同地区和历史阶段的犹太文化，呈现出历史空间化的特点。至 19 世纪末，大部分西欧犹

太人居住在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等地。⑦ 东欧经济相对落后，城市化速度稍慢，又实行犹太人

在指定区域居住的政策，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聚居在波兰华沙和罗兹、俄国敖德萨和勒沃夫等

城市。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沙俄政府借此纵容对犹太人的清洗，东欧犹太人开始了持

续四十年之久的迁出大浪潮，大部分移民就此远涉北美，形成以纽约、蒙特利尔等大城市为中心的

犹太社区。小部分东欧犹太人迁徙至巴勒斯坦地区，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东欧犹太人蜂拥而入到以

色列建国，该地区城市化率从 25%增长至 50%，至 2001 年更高达 91%。⑧ 无论是客居还是在以色

列，犹太民族都是高度城市化的民族。

二、城市空间与经济长才

长期的城市生活塑造了犹太民族长于商贸的集体身份。城市突破了乡村的自给自足，聚集一

地的人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工商贸易是城市的基本功能。马克斯·韦伯在其

《城市》一书中写道:“城市就是市场，而这个当地市场是某一群体的经济中心。”⑨在韦伯眼里，城市

的经济功能先于其政治角色。犹太人在流散过程中利用城镇贸易生存下来，并抓住与宫廷或政府

合作、战争、经济转型等机会发展壮大自身。但犹太人在西欧与东欧所走过的路径不同。在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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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被逐步剥夺拥有土地、从事农业的权利，被迫退守到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和金融。公元

438 年，罗马帝国《提奥多希法典》把犹太人排挤出军政和工业部门; 随着基督教统治地位确立，教

会法规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和加入行会，犹太人只能经商，特别是基督徒鄙视的高利贷业，因为初

期基督教认为不生产有形物质的商业和金融是不道德的投机，禁止其信徒进入，外来者犹太人填补

了社会需要。① 另外，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约法广泛实行，客居的犹太人不得不花费巨额金钱

向掌权者购买居住特许，寻求保护，因此成为被统治阶层利用和讹诈的对象，这迫使犹太人奋力追求

财富以便应对不时之需。求取金钱成为犹太人谋取权力的手段。犹太民族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还

处于奴隶社会时就进入城市，从事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金融和贸易，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
但是绝大多数犹太人在城市的生存并非世人瞩目的巨富那样成功，实际上，大部分被主流社会

排挤剥夺的客居者是微贱的商贩、走卖商、出卖体力者甚至流浪汉。17 世纪中期，重新定居英国伦

敦的犹太人除了少部分西班牙葡萄牙塞法迪商人比较富裕外，其他的塞法迪和绝大部分中欧各国

的阿什肯纳兹人因为所在国的活动限制、经济剥夺和宗教迫害而异常贫困，甚至无法支付迁移费

用。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的不同，城市犹太商人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大相径庭。无论是塞法迪支系还

是阿什肯纳兹支系，犹太富人来到伦敦等地主要是拓展家族业务，多从事海外贸易、奢侈品销售和

高利贷或股票等金融行业。缺少技能和资源的犹太贫民选择有限，但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底层交易

机会，大多数普通犹太人贩卖橘子、纽扣、眼镜等日用品或廉价的水晶、珊瑚、手表和珠宝或者旧衣

服等价格低廉、质量低劣的商品，其行商地位和口碑均不为人道，一是商品不吸引人，二也因为其执

拗的兜售，②甚或图谋赃物价低利大而被卷入犯罪集团。③ 此外，还有部分犹太人掌握了某种手艺

或少量资本，或者成为小店主，或者是制造铅笔、玻璃、珠宝和服装鞋帽等手工业者，④ 20 世纪之交

美国纽约和新泽西诸多服装和皮革血汗工厂吸纳了数量庞大的东欧犹太移民。⑤ 由于犹太人坚强

的求生意志，也由于其长期的艰苦努力，再加上时代发展赋予的机遇，犹太人不断改善经济状况。
走卖商有了自己的摊位，小店主发展为批发商或百货商场老板等，手工业者成长为制造商。其中不

乏像梅耶·罗斯柴尔德( Mayer Ｒothschild) 之类，以流动金匠和放贷人的出身，凭借几代人的聪明

和勤奋，与普鲁士宫廷合作，抓住战争和国家经济转型的机会，创立金融帝国。1815 年罗斯柴尔德

家族仅坐镇巴黎、伦敦、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等中心城市，就牢牢控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
“在伦敦年度工商人名录上，1774 年只有 7 个犹太人，1808 年有 17 个，在 1815 年增加到 41 个，”⑥

到 18 世纪末期，除罗斯柴尔德家族外，沃伯格( Moses Marcus Warburg) 和沙逊( Sassoon ben Salih) 等

家族也是当时世界上具影响力的犹太人。城市商贸经济在时间效应的作用下对犹太民族产生了巨

大的力量。与马克思辩论的鲍威尔抱怨，犹太人在维也纳虽只被容许存在、在德国哪怕最小的城邦

中也毫无权利，却凭借拥有的金钱实力决定着奥匈帝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⑦

在东欧，犹太人同样受到歧视和压迫，但形式有异。18 世纪末起，沙皇俄国对本国边疆及被瓜

分到手的波兰和立陶宛等的乡村犹太人施行栅栏区( Pale of Settlement) 政策，将其固定在土地上，

造成经济贫困不堪、文化孤立隔绝的东欧犹太群体。其后，为了发挥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作用，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于 1859 年至 1879 年先后多次发布命令，允许犹太商人、手工业者、大学毕业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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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军人等“有用”阶层到栅栏区之外居住。首都圣彼得堡等城市以其所谓的先进( 可以读大学)

和商业性( 有利于钟表匠推广其新产品) 等吸引了这些被“选择性解放”的犹太人。来到彼得堡等

城市的犹太人绝大多数从事手工业和小商贩，但也有许多人在由雇农经济向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

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开栅栏区的税款包收人变身为银行家，承包商成了雄心勃勃的企

业家，犹太银行家在 1860 到 1880 年代沙皇俄国国家信用重建期间在金融领域起到了罗斯柴尔德

家族在法国和格申·布莱赫罗德( Gerson Bleichrōder) 家族在德国的作用。① 其中，最瞩目的是金兹

伯格家族，埃弗泽尔·金兹伯格( Evzel Gintsburg) 及其儿子霍勒斯( Horace) 依靠其酒税包收和克里

米亚战争期间向军队提供被服和货物的经营积累，1859 年在彼得堡开办了银行，随后向政府的许

多重要项目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贷款，包括 1877—1878 年与奥斯曼帝国战争的贷款。波利阿科夫

( Polyakov) 三兄弟因为修筑铁路做出的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二世授予其世袭贵族爵位。尽管犹太

人大规模移民美国时间较晚，但在平等自由开放的制度中，由于熟谙资本运营和城市生活，在 20 世

纪初 20 及 30 年代美国城市化和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用后发优势，抓住机会在金融、房地产和电

影等重要或新兴行业快速地取得了比其他少数族裔更令人瞩目的成功，②在所居留的国家刻下了

不可抹杀的印记。

三、城市空间与文化成就

城市既是人类创造的结果，也是创造力的聚合。文化符号、管理制度、思想艺术无不在城市中

得到极大推进。城市生活的这种文化功能增强了犹太民族的智慧，树立了其流散生活的文化模式，

强化了其智慧民族的集体形象。公元前六世纪“巴比伦囚虏”期间，由于新巴比伦王的宽容，被囚

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并没有被奴役和监禁，而是集中居住，继续其宗教生活，甚至学习巴比伦当地更

发达的文化。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远离家园，思乡促使其思考如何在异乡生活中保持自身文化

的方式，编撰了《巴比伦塔木德》，系统总结了异域环境中践行犹太宗教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超过

本土的《巴勒斯坦塔木德》，成为通用版本。巴比伦犹太社团的自我管理和文化传承方式为犹太人

后来的流散生活树立了范本。此后，犹太教作为犹太人的民族信仰不再依靠圣殿祭祀维系，研习

《托拉》和《塔木德》等经典成为践行犹太教的核心。犹太教义对从屠宰牲畜到饮食等生活各方面

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做犹太人( 包括外族人皈依) 需要接受训练和考核。因此，现代之前，以犹太

教为生活方式的犹太民族注重经文诵读和教义研修，其成员知识普及度和水平比同时代其他民族

高出许多。
城市生活不仅突出了犹太人的崇智特征，而且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吸取其他文化长处

的便利。城市学家芒福德( Lewis Mumford) 认为城市突破了乡村的封闭和自我陶醉，实现了作为传

播者和流传者的最高功能。③ 在芒福德看来，外来者、流浪汉、商人、逃难者甚至奴隶等各色人等在

城市流动都有助于城市超越了乡村生活的褊狭。城市大量的文化资源吸引着犹太人。非法居留彼

得堡的犹太人在被警察驱赶强制离去时留恋的是办公室工作、朋友圈、附近的图书馆、每日更新的

报纸、剧院等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④ 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生存，特别容易接受所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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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文化，吸收主流异质文化的养分，消化并加以提升，在知识创新上占据优

势。迁居世界各地的经历培养了犹太人多种语言能力，赋予他们多重文化身份和开阔的跨文化视

野，在比较和鉴别中便于发现新的空白。另外，长期处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浸染之中也有助于

犹太人掌握国际社会话语的主流表达机制; 进入主流社会的犹太人甚至操控和影响话语权力，美国

犹太人强有力的院外活动即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同时，城市聚集的大量人口、多样的经济形式以

及由此突显的社会问题也为学术思考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对象。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犹太人敏锐地

关注到人类生活在资本和城市转型之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心理等问题，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
仅举一例: 如果弗洛伊德不搬迁到维也纳就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多亟须解决心理问题的中上阶层病

人，就不可能创立其精神分析学派。
城市聚集和生发各种文化资源，吸引着崇尚智慧的犹太人，犹太人也显著地改变了城市的文化

风貌。亚历山大二世解放的大学毕业生在圣彼得堡等城市从事法律、银行、新闻等工作，为首都等

现代大都市带来了开放性并增添了专业色彩。在全世界的城市中，犹太人的贡献最为突出的是纽

约———犹太人的“应许之城”。20 世纪之交东欧大移民以及二战中逃避纳粹迫害的移民使纽约成

为北美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战后 50 年代末期，大约 210 万犹太人生活在纽约，占纽约人口的

27%，但是犹太学生占据纽约公立学校学生的 33%，45% 的教师是犹太人，大部分学校校长也是犹

太人。① 在大量犹太人口充分利用纽约城市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批思想深刻、从事社会和

文学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纽约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大多从东欧移民到美国，带来了激

进的社会民主思想，在免费的纽约城市学院完成本科教育。他们在自由环境的熏陶下，成为思想界

和文坛的风云人物，影响美国和全世界的思想界和政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为世界文明留下了宝贵

的财富。更多在纽约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普通犹太人进入到以《先锋》杂志等为代表的出版业、新
闻、广告、交响乐、戏剧等各种知识性强的创新小公司，由城市文化资源的享用者变身为创造者，在

纽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今，犹太人从事科学、文化、艺术行业

的人口比例与其所占世界人口比例相比高出许多，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
菲尔兹奖等世界主要奖项的人数比例在各民族中独占鳌头。据统计，犹太人占据诺贝尔获奖人数

的 21． 226% ，②美国国家科学奖的获奖比例为 38%，日本“诺贝尔奖”京都奖的获奖比例为 25%，在

菲尔兹奖中的获奖比例为 27%，③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杰出成就者有如: 政治家基辛格、社会学家涂

尔干、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李嘉图、科学奇才冯·卡门、
“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等等。这些学界翘首的知识

贡献跨越了学科领域，举世瞩目。

四、城市空间与创伤疗治

城市有限的空间里汇聚了数目庞大的人口，人际交往的性质和层次都发生变化。首先，血缘关

系弱化，城市中人们因事连接，建立在契约关系上，契约完成则关系解除，人际交往浅表短暂，人们

就事论事，人际关系疏离感增强，难以深入到情感和精神层次。其次，地缘关系淡漠。城市人多地

少，普通人群集中居住，高层公寓住宅缺少居民互动空间，比邻而居的住户浑然不识，人们只有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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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轨道重合的场所才接触，乃至同一社区居民严重隔膜。现代社会，通讯网络方便人们与相距遥远

的亲朋联系，这又减少了人际交往的日常实践。同时，城市的海量物质带来巨大的诱惑，大多数市

民追求物质享受，生活以赚更多钱财换取更多消费品为目的，而城市人格的理性和算计特征①也让

人们只愿意把时间花在有利可图的事项上，对无关自身利益的事项漠然置之。多重因素综合作用

之下，大街上熙熙攘攘充斥着的是“孤独的人群”。城市生活具有匿名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社

会关系冷漠，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人们把城市生活等同于人际关系异化，向往回返到前现代紧密的联

系中。然而，正是这种冷淡的城市环境给纳粹屠犹的幸存者提供了少受干扰医治心灵创伤的空间。
学界对纳粹屠犹这一骇人事件的政治、社会心理、记忆和艺术表现都有研究，②刻画大屠杀的

艺术作品表现了大屠杀对个体的冲击，但都忽略了幸存者个体的创伤治疗，更未注意到不同空间产

生的不同际遇。大屠杀幸存者主要逃亡到巴勒斯坦和北美，尽管都不被当地人理解接受，但个体感

受大相径庭。纳粹屠犹幸存者来到巴勒斯坦，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犹太教戒律规定流散在外的犹

太人必须回到巴勒斯坦故土，践行这一戒律被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功德，因此流散犹太人素有回归祖

地的传统。然而，相当多幸存者被迫离开祖辈生活的欧洲城镇来到巴勒斯坦，面对迥异的艰苦拓荒

环境，他们孤立无助，加上语言障碍，只能沉默。同时，巴勒斯坦本地长大的犹太人或复国主义者无

法理解幸存者因被迫害留下的怪异行为，难以接受他们，因而这些大屠杀幸存者生活在隔离之中。
复国主义者主张建立与土地的联系，倡导集体和奋斗等主流价值观念，严苛的生存环境也迫使人们

坚忍不拔、奋力求生，但是习惯了欧洲城市生活的幸存者既缺乏对土地的情感，也缺少在土地上谋

生的技能，经历了战争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后，③也难以树立乐观的生活态度，因而在农场劳

动成为另一种苦难重负，特别是青少年幸存者，往往借酗酒打架来发泄。④ 而且，在 1961 年公开审

判纳粹头目艾希曼———艾希曼审判( the Eichmann Trial) 之前，以色列政府强调英雄主义的斗争精

神，认为参加过犹太区起义或反德游击队的抵抗者才是“正义之士”，幸存者被视为软弱无能之辈，

其苦难只是被用来获取赔偿，幸存者们本人却被敬而远之。这些因素使得来到巴勒斯坦( 1948 年

以色列建国) 的幸存者不仅没有治愈其创伤，反而背负了新的屈辱。
1945 至 1952 年间，第一批 13． 7 万纳粹屠犹幸存者到达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批幸存者中只有

1000 人从事农业，占 2． 8% 左右，其他幸存者大都在纽约、西雅图、巴尔的摩和芝加哥等大都市藏身

或被安置在那里。⑤ 大屠杀幸存者来到美国也遭遇不被接受理解的宭境，但是由于地域不同，其境

遇也不相同。战时美国政府和社会对纳粹屠犹和援助犹太难民态度暧昧，美国犹太社团对同胞救

助不力，这些都在战后遭到各方严厉批评，因此对纳粹屠犹的幸存者，人们也因其敏感噤声不语，这

种冷淡的氛围让幸存者心寒。但是，与到巴勒斯坦的幸存者不一样的是，社会制度和城市的宽容免

去了他们许多不必要的困扰。城市生活的匿名性提高了宽容度，幸存者们不用担心众口铄金，也不

用担心被钉在耻辱柱上，更不要说他们根本无心所犯的错误，如果面对暴政奋力求生算是错误的

话。幸存者蛰伏在大城市的犹太聚居区或其他角落，“喜欢独立进行经营活动，而不在意收入的高

低，”⑥ 不愿回忆战争留下的创伤。绝大多数幸存者失去了亲属，在孤独中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让时间医治创伤。由于战争造成的混乱，一部分与亲人失去联系的幸存者以为配偶已经去世，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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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家庭，但是多年之后失去联系的配偶又找到他们，这些人又受到内心的道德拷问之中。落入这

种境地的幸存者不忍心拒绝同样遭受苦难的前任配偶，不得不将他们安排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回避

邻里，费心安排日程以照顾好帮助自己逃脱纳粹魔爪的恩人和需要自己照顾的亲人，借助城市的便

捷交通周旋于恩情和亲情之间，整日生活在谎言当中。① 现实比虚构更离奇，这种状况发生在不少

幸存者身上，只有城市能够让他们愧疚地和同是大屠杀受害者的亲人艰难地生活下去。随着时间

的流逝，幸存者的人数减少使得其经历越发宝贵，艾希曼审判也使犹太民族意识到应与幸存者一道

借受难经历共同建构一个精神领地，每一个幸存个体的经历都是民族整体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因

而在美国华盛顿等犹太人聚集的城市建设各种大屠杀纪念馆，丰富了城市的空间和城市记忆的内

涵。在这个过程中，犹太民族曾不公正地对待过纳粹屠犹的幸存者，而城市空间的人际疏离在一定

程度上疗治了幸存者的身心创伤。

结 语

失去国土使犹太民族成为世界上最早城市化的民族，流散到其他国家的城市生活既培养了其

优异的资本经济能力，强化了崇智气质，也使之付出了承受反犹主义迫害和屠戮的代价。城市是物

质和思想靡集之处，各种样式的人类文明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因而集中地放大了其优缺点。城市具

有矛盾性，犹太民族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特性的民族。历史学者顾晓鸣先生的专著《犹太———充满

“悖论”的文化》集中探讨了犹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诸多矛盾之处，在顾先生看来，犹太民族的悖论

特性在于民族精英将其文化实践固着于《圣经》这个文化内核之中。② 此论断击中了犹太民族文化

传统和传承的要害，但这只触及到犹太特性形成的内在要素; 从外部条件看，犹太民族率先完成城

市化，在充满悖论的城市空间里生存发展、演化其民族身份也可以说是其民族特性形成的重要原

因，城市还给多灾多难的犹太人提供了治疗创伤的空间并赋予了其有异于其他民族历史发展过程

的诸多特性。
Abstract Jewish people had，in the Diasporic history，lived mainly in cities and towns across
the world，which have provided them with an abundance of urban experience． The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prosperity of commerce that the city offers have bestowed the Jews with
habitation and opportunities in a capitalist economy． Life in foreign cities has helped them
intellectualize and systemize their Judaic decrees． The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the Jewish people
have been practicing in Diaspora work well in preserving their ow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n
absorbing strengths from other cultures around the globe． Meanwhile，the anonymity of urban
life has furnished Holocaust survivors with potential to recover from trauma without much
disturbance． The city，as a hub of human civilization，shelters many opposing features and has
fashioned the unique and paradoxical nationality of the Jewish people．

( 陈红梅，文学博士，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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